税收成本、税基转移与企业进入
——来自2018年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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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1585954]内容摘要：税收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税种之间存在协同和互动效应。对于同一纳税对象，若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课税模式不同，产生的税收成本会存在差异，由此可能引发以避税为目的的跨组织形式税基移动倾向，然而，既有研究对这种税基转移的形式以及引发的经济结果关注还不足。本文利用2018年我国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的政策冲击，通过工商注册数据中新进入企业的组织形式特征及变化，讨论税收成本引致的税基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的转移情况。结果发现：（1）以税基转移为目的成立的非法人企业市场进入率平均增加5.57%，其中个人独资企业是税基转移更主要的目标类型。（2）这种跨组织形式的避税行为在商贸服务业、高薪行业和外包性强的行业，以及中小微企业中更为普遍。（3）匹配税收调查数据后进一步分析发现，有税基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在个税改革后利润减少8.26%，企业所得税减少16.97%。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导致部分政策红利“漏出”问题应当予以关注，坚持减税政策的同时应考虑税种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强税制间的协调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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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立均衡协调的现代税收体系是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核心。税收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税种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和互动效应[footnoteRef:1]。既有研究从税收的收入结构和来源结构（高培勇，2023）、增值税生产地征收原则下的税源和税负的背离（吕冰洋等，2020；刘怡等，2022）以及区域间税负差异（谷彦芳，2022）等视角讨论了税制失衡所带来的问题。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税种间的非均衡问题。差别化的税收政策是产生税制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同一纳税对象，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面临的税收成本不同，会影响企业组织形式的抉择（Scholes & Wolfson，1992）。这种由税制失衡引发的跨组织形式避税行为，不仅会干扰企业的经营决策，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还造成税基在不同税种间进行转移，影响减税改革成效。 [1:  例如，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较高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较低时，企业可能会通过将利润以高额的薪酬形式支付给股东，以规避高企业所得税率，扭曲了税收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很多国家对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实施不同的所得税课税模式，对纳税能力低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以提高其生存空间和经营绩效。我国不同组织形式企业也是实施差异化的所得税课税模式[footnoteRef:2]，法人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需先按比例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分配所得时个人投资者再按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属于“双重课税”；而对于非法人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户等，其经营所得只需要按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 [2:  《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在我国现行税制下法人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非法人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 

虽然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具有即时性、便利性和导向性的优点，是许多国家用于激励企业成立的政策工具，但客观上也造成两类企业实际税率不同，为企业避税提供了选择空间。现有研究多是关注跨国公司或者集团企业的区域间税基转移活动（Bilicka，2019；Langenmayr & Liu，2023；冯晨等，2023a，2023b），然而对于普通企业，通过成立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将税基转移到税负更低的企业，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减少纳税义务的方式。因此，越来越多现代服务、咨询、设计、直播带货、影视等通过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企业，通过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如个人工作室）、合伙企业进行避税。这种跨企业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带来了巨额的政策成本，国外学者估算英国在13年间的税基转移造成税收净流失高达14.3亿英镑（Tazhitdinova，2020），巴基斯坦的税基转移使提高税率的改革成本增加了40%（Waseem，2018）。然而由于新成立企业的真实动机难以通过资金流、财务信息捕捉，这种跨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的探讨大都出现在税收筹划的案例研究中，目前仍然缺乏税基转移动机下企业进入的系统性经验证据。这使得政策部门难以根据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真实动机和税基转移程度优化税制。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工商注册的全量数据，通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再次成立新企业的组织形式变化刻画税基转移驱动的企业进入：由于非法人企业税率水平低于法人企业，若这类企业主新设立的是非法人企业，则该企业可能会成为法人企业进行税基转移的“通道”；与之相对应，若新设立的企业为法人企业，则理论上不存在通过成立新企业进行跨组织形式转移税基的可能。因此，实证设计中将前者视为处理组（“税基转移型”），后者视为对照组（“非税基转移型”）。在2018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进一步扩大了两类企业税率差异的背景下，跨组织形式的避税激励增加，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比较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两类企业在2018年政策前后进入率差异，从而剔除非税因素干扰，并将着重讨论三个问题：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在税收成本上的差异是否会导致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如果会，具备哪些特征的企业税基转移现象更加严重？税基转移企业的利润和企业所得税如何变化？
实证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减税使“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平均提升5.57个百分点；个人独资企业是企业主进行税基转移更主要的目标类型。商贸服务业、外包性强的行业、中小微企业以及高薪行业的企业税基转移现象更为普遍。匹配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税基转移条件的法人企业，即经营了其他独资或合伙企业的企业主，其名下的法人企业相比于其他不具备税基转移条件的法人企业，在改革后利润减少8.26%，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由此造成的企业所得税总流失约为987.86亿元，约占2018-2019年企业所得税年均实际收入的2.72%。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如下：一是关注到企业利用不同组织形式进行避税的行为，并系统评估了跨组织税基转移驱动的企业进入效应。跨组织形式避税本质上是不同税种间税基的移动，且由于受益区间的原因，多发生于小企业中，因其数量众多且征管难度大。此前避税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间税率差异导致的税基转移，如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税率差异和属地原则进行的避税活动（白思达，2019；刘志阔等，2019；Casi et al.，2020），以及地区间税率差异和税收竞争导致税基转移至“税收洼地”（冯晨等，2023a）。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在母子公司、关联公司间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进行利润转移，且局限在企业所得税（同一税种），而本文关注对象是规模较小企业的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并且涉及到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不同税种）。
二是在减税带来的企业进入效应中，区分了税基转移驱动和创业驱动的企业进入。很多研究仅指出企业进入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方面的重要性（Glaeser et al，2015；Haltiwanger et al，2017），以及减税如何影响创业者设立新企业（Gentry，2005；Romanov，2006；Da Rin et al.，2011；DeBacker et al.，2019），但没有区分避税动机和创业激励的企业进入。这两类企业进入不仅在政策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还会给关键经济变量带来测度干扰，影响经济政策的判断与制定（Gordon & Slemrod，1998；Clarke & Kopczuk，2017）。本文在实证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分。类似于已有文献对比同一纳税人过去和现在申报所得税类型差异捕捉是否存在税基转移动机（Waseem，2018；Smith et al.，2019），本文借鉴Tazhitdinova（2020）文中的做法，追踪同一企业主不同类型企业成立的行为对企业进入动机进行区分，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三是提供企业跨税种进行税基转移的证据，回应了现有税制设计中亟待完善的部分。税收优惠是发展中国家为鼓励创业而广泛采用的政策工具（Evans & Leighton，1989；Lim et al.，2016；贾俊雪，2014），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的差异，也为企业主通过成立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进行税基转移提供了机会。这不仅意味着减税政策对创业的激励效应可能被高估，还可能造成政策预期外的税收流失。可见，良好的税收制度设计不仅应该考虑各个税种产生的经济影响，还应当考虑税种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影响。因此，了解我国税制失衡下税基转移是否驱动了企业进入，以及有多少企业因此而设立，对于准确解释经济结果和优化税收政策都至关重要。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就税基转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绍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差异、典型事实和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和识别策略。第五部分展示实证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税种之间的税基转移现象，考察企业所得税税率与个人所得税税率差异下的企业避税行为。与此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区域间税基转移、个人税基转移以及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
首先，区域间税基转移包括国际间税基侵蚀和一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税基转移。前者属于不同国别税制下的避税引发的税基转移，代表性文献是税收洼地引发母子公司间的利润转移（白思达，2019；刘志阔等，2019；Dharmapala & Riedel，2013；Bilicka，2019；Clifford，2019；Casi et al.，2020；Langenmayr & Liu，2023）。后者则是不同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引发的税基转移，代表性文献集中在区域间税率差异引致的收入转移（Gupta & Mills，2002；Fajgelbaum et al.，2019；王凤荣和苗妙，2020；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冯晨等，2023a）。区域间税基转移依赖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税率差异，避税主体集中在跨国企业和集团公司等具有一定体量和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中，鲜少涉及较小规模企业的避税行为。
检验跨区域税基转移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比较集团企业在避税地和非避税地的子公司税前利润，避税地子公司往往有更高的税前利润、更低的实际税负、或持有更低的内部债务比例（Huizinga & Laeven，2008；Clausing，2009；Heckemeyer & Overesch，2017）。二是比较一国内独立企业与拥有国外子公司的企业利润或税负，拥有国外子公司的企业由于具有更加灵活的跨境避税方式通常报告利润或实际税负更低（Egger et al.，2010；Finke，2013；Bilicka，2019；刘志阔等，2019）。三是利用跨国子公司盈利能力冲击识别，高税率地区的正向利润冲击将部分转化为低税率地区子公司的利润增长（Dharmapala & Riedel，2013）。然而，这些文献多是从集约边际角度探究企业在已有关系网中的税基转移行为，忽略了企业还可能通过广延边际（即新建企业）的方式进行税基转移。当然，本文在研究税基转移行为的集约边际时，部分借鉴了跨区域税基转移识别方式。
其次，个人税基转移的研究进展相对较慢，相关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变动引发的个人整体收入以及工作努力的调整，重点在于估算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弹性（Feldstein，1995）。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人所得税税率变化引发的收入结构变化。比如Saez et al.（2012）基于1960-2006年美国前0.01%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变化发现，收入来源形式与税率变动高度相关，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使大量股息收入向工资性收入转变。除此之外，在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发现了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相互替代的税基转移行为（Piketty & Saez，2003；Piketty，2003；Piketty & Saez，2006）。这些文献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个人所得税中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之间的相互转化，初步发现税基转移的端倪。
然而，无论是区域间税基转移还是个人收入结构变化的税基转移，研究对象比较的是同一税种内部如何通过企业注册地选择或者调整个人收入构成降低税收成本，所研究的税基转移都是围绕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异实现，忽略了利用不同税种的税率差异以及组织形式转化产生的税基转移。在很多国家税收体系中，不同税种的税基存在一定重叠，税种间存在外部效应。例如，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时，一部分企业会转化为非正式经济，这不仅导致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少，增值税税基也会相应变少（Waseem，2018）。遗憾的是，对于不同税种间存在的协同和互动作用以及所引发的税基转移相关研究还较为不足。
最后，与本文联系最为密切的文献是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许多国家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实施差异化所得税制度，设计初衷是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经济特征和税负承担能力。但在转变组织形式成本较低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灵活调整企业组织形式以适用于更低的税收成本，即税种间税率差异导致税基在不同组织形式间流动。这一可能性已在美国、以色列、挪威、瑞典、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等多个国家发现了支持证据（Goolsbee，1998；Romanov，2006；Thoresen & Alstadsæter，2010；Edmark & Gordon，2013；Sivadasan & Slemrod，2008）。比如，Slemrod（1995）发现美国1986年个人所得税减税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S型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收入增长了351.4%，相比之下工资薪金仅增长5.4%，以此推测应税收入的增长是由大量C型企业向S型企业转化造成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基于宏观数据的反推，并没有提供税基转移的微观证据。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跨组织形式税基转移行为的微观识别面临着很大的数据挑战。因为追踪同一收入在不同时间段的实现形式往往比追踪收入的实现地点更加困难，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相比于跨地区税基转移更为隐蔽。少数文献利用独特数据在此方面做出了尝试（Waseem，2018；Smith et al.，2019；Tazhitdinova，2020）。其中，Waseem（2018）利用2009年巴基斯坦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率大幅提高构造外生冲击，通过独资企业纳税人报告收入类型的变化识别组织形式的转化，发现改革后部分合伙企业收入流入税率相对较低的独资企业。Smith et al.（2019）收集了美国2001-2014年C型企业转化为S型企业的数据（在美国C型企业转化为S型企业，只需要备案即可），估计出2001年后S型企业的数量增长约有30%是企业组织形式转化的结果。Tazhitdinova（2020）模拟企业在收入不变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额的不同，检验了税率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发现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带来的企业进入，约有一半是由避税激励下非法人企业向法人企业的转化造成。然而，这些研究却建立在特殊的制度和数据基础之上。比如，可以通过对比同一纳税人过去和现在申报所得税类型差异捕捉是否存在税基转移动机（Waseem，2018）。但这一方面需要掌握自然人在不同时期的税收申报类型，这种类型的数据很难获取，另一方面这种纳税人身份的直接转化在很多国家制度上就是行不通的。考虑到我国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不能直接转化，先注销旧企业再设立新企业的成本又太高，企业避税时往往是保留旧企业，通过注册新的不同组织类型的企业进行税基转移。鉴于此，本文没有去追溯同一纳税人在不同企业组织形式间的转换，而是借鉴Tazhitdinova（2020）通过企业主是否首次成立企业识别创业动机的做法，使用具备某种特征的非法人企业进入数量的边际增长率甄别税基转移动机，突破了已有文献对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和企业税务管理制度的依赖。这为研究税基转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三、制度背景、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税收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承担相近的税负，然而组织形式间的税负差异却给企业避税预留了较大空间。如引言所述，中国采用的是古典所得税制度，即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适用于不同的所得税征税模式和税率。对法人企业的所得实行双重征税模式，即企业经营所得形成时，按比例税率25%征收企业所得税，当所得以利息、股息、红利等形式分配给股东时，按2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footnoteRef:3]。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企业，其经营所得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footnoteRef:4]。所得税政策引起的税收成本差异为企业主通过组织形式进行避税提供了基础，企业主将会趋向于选择平均税率更低的组织形式。 [3:  为缓解重复征税问题，我国对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利实行了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持股期限大于1个月小于等于1年的，减半计征，持股期限大于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对占比超过99%的非上市公司分配的股利尚未采取任何免除措施。]  [4:  1993年10月31日起，中国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开始征收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纳税年度收入减除成本、费用和损失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征收个人所得税。] 

为了更为直观地说明所得税制不同带来的税负差异，表1中列举了一个案例。假设某人2017年企业税前所得为40万元，税后所得全部分配，其组建企业有两种方案：一是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法人企业；二是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即非法人企业。根据2017年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若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应缴纳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比成立个人独资企业高10个百分点（如表1的第1、3列所示）。也就是说，目前的税制设计在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税基转移激励。
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拉大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的税负差异。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决定，对经营所得税率表进行了调整，降低了1.5至50万元之间应纳税所得额的边际税率，边际税率变动具体情况如表A2所示[footnoteRef:5]。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于2018年10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同一时期，企业所得税和利息、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没有发生变化，仍按25%和20%的比例税率征收。在改革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税前所得为40万元的个人独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大幅降低（如表1第4列所示），约占法人企业实际税率水平的二分之一。考虑到国家给予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本文还以2018年同等规模小微企业为例计算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税负[footnoteRef:6]，如表1第2列所示，可以看出，2018年个税减税后非法人企业的税负依然低于小微企业[footnoteRef:7]。如果同时考虑一些非法人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小微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税负差异还可能更大一些，税基转移动机可能会更强一些[footnoteRef:8]。 [5:  自1993年对个体户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经营所得税率表历经2011年和2018年两次调整，表A2的改革前税率为2011年调整后的税率。]  [6:  根据财税[2018]77号文件规定，2018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于10%。]  [7:  样本期间内，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经过多次调整，但经计算小微企业理论税负率一直大于改革后非法人企业税负率。本文还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了2017年（改革前一年）普通法人企业、法人企业中的小微企业和非法人企业的平均实际税负，分别为30.77%、22.1%和14.19%，尽管小微企业实际税率低于普通法人企业，但仍高于非法人企业。]  [8:  比如现实中很多经营非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只有生产经营所得，没有其他综合所得，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时，除了可以扣除生产经营中的成本费用外（与法人企业的扣除范围、规则基本相同），还可以扣除基本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其他法定扣除。以2022年的营业利润40万元为例，应纳税所得额还可以扣除基本减除费用（6万元）、子女教育（每人每年12000元）、赡养老人（每年24000元）。此外，对非法人企业中的个体工商户还有特殊优惠，如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这样实际税负算下来是8.58%。] 

表1	组织形式选择方案与所得税名义税率
	
	(1)
	(2)
	(3)
	(4)

	组织形式
	法人企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小微企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非法人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非法人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时间
	
	2018年
	2018年个税改革前
	2018年个税改革后

	经营利润
	400000元
	400000元
	400000元
	400000元

	企业所得税
	100000元
	40000元
	0元
	0元

	税后利润（分配股利）
	300000元
	360000元
	400000元
	400000元

	个人所得税
	60000元
	72000元
	125250元
	79500元

	所得税总额
	160000元
	112000元
	125250元
	79500元

	所得税实际税率
	40%
	28%
	31.31%
	19.88%


注：根据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前后《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计算所得。

进一步，本文计算了改革前后法人和非法人企业的平均税率。图1A显示了两类企业平均税率随应纳税所得额的变动情况，其中法人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40%[footnoteRef:9]，非法人企业平均税率在5%-35%之间，且改革前平均税率高于改革后。两种类型企业的所得税平均税率之差如图1B所示，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拉大了两类企业的平均税率差距，且在应纳税所得额较小的企业中，税率差异的扩大更为明显。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很可能增强了企业通过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为后续税基转移的识别提供了外生的政策冲击。 [9:  法人企业先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为25%+(1-25%)×20%=40%。] 

 [image: ]
图1  不同企业的平均税率差异
注：笔者根据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计算的平均税率绘制。其中，法人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为25%+(1-25%)×20%=40%，非法人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分段函数。

如前所述，2018年个人所得税扩大了相同所得的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适用的平均税率差距，从而可能引致法人所有者创建独资、合伙企业等来实现收入转移的避税激励（Gordon & Slemrod，1998），这对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工商注册数据，本文统计了2015-2021年间法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进入率。考虑到建账规范性与税务机关征管方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footnoteRef:10]，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经营实力的可比性，本文统计的法人企业只包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非法人企业只包括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 [10:  个体工商户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建立规范的账簿，实际税率与法定税率差异较大，因此文中回归所使用的非法人企业排除了个体户，仅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两种类型。] 

企业进入率的计算借鉴了毛其淋和盛斌（2013）的研究，将企业在工商数据中第一次出现的注册日期视为企业成立日期，将登记状态不属于“存续”、“成立”和“正常”的企业判定为退出状态，以退出状态企业的核准日期作为企业退出时间，以每一年分省分类型的企业新注册数量，除以上一年该省该类型的企业存量[footnoteRef:11]，得到省份-类型层面的企业进入率。 [11:  企业存量用企业累计进入数量减累计退出数量计算得出。] 

两种组织形式企业进入率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近年来非法人企业增长迅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之前两类企业进入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非法人企业进入率低于法人企业。2018年后，法人企业进入率继续下降，由2017年43.49%下降至2021年25.24%；而非法人企业进入率呈现增长趋势，由2017年的18.69%增长至2021年的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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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类型企业进入率
注：（1）进入率为当年各省企业进入率的均值；（2）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为探究非法人企业进入率迅速增加的成因，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注册有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企业主。首先，用logit模型估计了两类企业主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footnoteRef:12]，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改革前注册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再成立非法人的概率为4.54%，而改革前不曾注册过法人企业的概率为4.12%，前者高于后者。意味着注册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成立非法人的概率增高。进一步将非法人企业分解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时，这一结论保持不变。 [12:  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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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企业主在个税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
注：图3描绘了改革前成立法人企业的边际效应。

此外，统计不同企业主注册的企业数量发现，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注册企业的平均数量相对更多。图4是不同企业主注册企业的数量分布。其中，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平均拥有1.6个企业，没有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平均拥有1.2个企业。二者相比，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比没有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平均拥有更多企业。
[image: ]
图4  企业主持有企业个数分布
注：根据工商注册数据统计绘制。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以来，非法人企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相关文献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分解为真实的商业活动和避税动机下的税基转移（Tazhitdinova，2020），其中，避税激励下的非法人企业进入将会使税基由高税率向低税率税种流动，造成税收政策的无谓损失。若忽略了避税激励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可能会夸大税收的创业激励效应，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企业成立动机做出进一步的细分，以区分税基转移驱动下的企业设立。
（二）研究假说
减税是政府调动市场活力的常用手段。现有文献关于减税对企业进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创业的激励作用。Sedlacek & Sterk（2019）、田磊和陆雪琴（2021）将税收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增加了创业的价值，能够在长期吸引企业进入市场进而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减税政策减少了创业的机会成本，提高创业预期回报，从而提升企业主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创业动机（Evans & Leighton，1989），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所营造的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参与创新创业，形成更加活跃的创业生态圈（Lim et al.，2016）。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减税的税基转移效应对企业进入的影响。Tazhitdinova（2020）刻画了创业激励下的企业进入，并将减税对法人企业进入率的影响进行了区分，发现只有一半的企业增长代表真正的创业激励。原因是减税导致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适用税率不同时，改变企业组织形式以适用更低的税率是企业避税的一种可行手段（Waseem，2018；Smith，2019），特定组织形式企业的增长可能仅代表了税基转移的结果。但在中国，企业组织形式不能直接转化，先注销再注册为另一个企业组织形式成本较高、时间较长，相比之下企业主更可能采用成本更低的注册新企业的方式实现税基转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会增加转移税基型的企业进入。
许多减税激励的文献表明，企业异质性特征将会对减税的企业进入激励产生显著影响。行业的异质性特征是造成激励效果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Romanov（2006）发现税率差异致使个人注册公司将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收入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医疗服务行业，原因是这些行业从业人员收入较高，税基转移动机强。此外企业规模也是影响减税效果的重要因素。大量文献证据表明在税收激励下跨国公司、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存在税基转移行为（Bilicka，2019；冯晨等，2023；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然而小微企业受税收刺激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企业进入（赵颖，2022）。在中国小微企业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其实际税负水平较低，不同组织形式间的实际税率差异并不大，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更强，利用组织形式转移税基的可能性更大。以上分析表明，高利润行业、提供产品灵活性较强的服务性行业具有更大的转移收益和更低的转移成本，中小企业所得对应的税率差异更大，在这些企业中利用组织形式转移税基的行为可能更加严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高利润、服务性行业和中小型法人企业，通过新建非法人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更强。
捕捉税基转移潜在影响是相关文献的研究重点。由于避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隐蔽性，不易被观察，因此国际避税与税基转移的文献常通过捕捉利润、投资、税收的变化识别税基转移。如Bilicka（2019）利用英国本土企业和在英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差异识别税基转移，发现有转移通道的外国跨国子公司报告的应税所得是英国本土企业的一半。Waseem（2018）同样发现合伙企业税率大幅增长后，其报告的应税所得额显著降低，由此造成的合伙企业增税改革成本增加了40%。Tazhitdinova（2020）发现英国企业所得税下降导致了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税基转移。当个人所得税减税后，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税率差异进一步增大，存在税基转移动机的企业可能会利用现存的企业关系网将利润和所得税进行转移，造成法人企业自身利润和所得税流失的结果。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导致具有避税动机的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减少。
四、数据、识别策略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与识别策略
[bookmark: _Hlk142137362]本文构建企业进入和税基转移指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15-2021年工商注册数据。与其他调查数据相比，该数据是行政数据，收录了全部注册企业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成立日期、所属省市等信息，不仅可以对企业进入动态变化提供详细完整的信息，还能对企业进入前同一企业主的企业注册情况进行追踪。工商注册数据能够精确识别出每家企业进入时点，适合研究创业和企业进入（莫怡青和李立行，2022；谢绚丽等，2018；封进和李雨婷，2023）。本文在进一步提供税基转移的利润和所得税证据时，还使用了2016-2019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其他地区性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经济信息网、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年鉴。
税基转移的识别方式需要考虑我国组织形式的转变规则。在美国，企业可以在适用双重征税模式的C型企业（类似于我国法人企业）和适用个人所得税的S型企业（类似我国非法人企业）之间直接转换纳税身份。而在我国，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不能直接转化，先注销旧企业再设立新企业的成本又太高[footnoteRef:13]，企业避税时往往是保留旧企业，通过注册新的不同组织形式企业进行税基转移[footnoteRef:14]。因此，本文没有去追溯组织形式的相互转换，而是使用具备某种特征的非法人企业进入数量的边际增长率来识别税基转移。 [13:  根据《关于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30号）所附的《企业注销指引》，企业注销大致需要经过公示信息、清算、税务清缴、注销登记、社保费清缴等流程。2019年企业注销登记制度改革前，仅通过报纸公示信息一项就需要公告费500元，而开办一家企业的平均费用仅为200.5元左右（李德洗和张晓波，2017）。]  [14:  考虑到我国非法人企业的税收成本低于法人企业的现实，更合理的避税方式是企业主再成立独资和合伙企业（非法人企业），以转移其法人企业税收成本，因此，当非法人企业税率进一步降低时，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非法人企业进入率的增加可以认为是避税动机驱动的了。] 

首先，本文定义了“税基转移型”和“非税基转移型”两类企业。由于非法人企业具备更低的税收成本，很可能成为法人企业税基转移的“通道”。据此，考虑已经拥有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再次设立企业的情形，若新设立企业为非法人企业，将其作为处理组，定义为“税基转移型（Shifter）”企业；若新企业为法人企业，将其作为对照组，定义为“非税基转移型（Nonshifter）”企业。在省级层面对进入数量进行加总[footnoteRef:15]，分别计算两种类型企业的进入率。 [15:  将企业进入率在省份层面进行加总，一是为了与现有文献进行呼应，如李俊青（2017）、唐钰和封进（2020），二是省份内部企业所适用的税收政策和征管水平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些因素会对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影响。] 

其次，当非法人企业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进一步拉大两类企业实际税率差距时，企业主利用不同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增强，表现为已经成立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再次注册非法人企业的现象显著增加。基于此，本文借助2018年生产经营所得税率下降的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个税改革扩大了两种类型企业的税收成本差距，企业主存在更强的动机成立“税基转移型”企业，通过检验改革是否使“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增长更多，识别税收成本驱动下的税基转移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比较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在改革前后进入率差异并不能准确识别企业的避税行为，这是由于个税减税冲击导致的非法人企业进入既包含了减税的创业激励又包含了税基转移激励。区分两种进入动机的关键在于对新企业成立施加前置条件，借鉴Tazhitdinova（2020）的思路，本文根据成立非法人企业前，企业主名下是否还有法人企业，区分该非法人企业的成立动机，如表2所示：如果非法人企业成立时其企业主从未经营过法人企业（A情形），则不存在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的可能，将此类企业视为创业激励而进入；反之，如果非法人企业成立时其企业主经营过法人企业（B情形），此非法人企业就具有法人企业税基转移的“通道”作用，则将该类非法人企业视为避税激励而进入，也即实证中的处理组样本。考虑到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与没有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与处理组的限制条件保持一致，我们将对照组限定在有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成立的新企业中（C情形）。限于篇幅原因，有关减税创业激励效应和税基转移效应对比的实证结果放在了附录中。
表2                   新企业进入动机的区分
	情形
	企业主成立新企业前
	新企业
	新企业类型（进入动机）

	A
	没有成立过法人企业
	非法人企业
	创业激励型（无转移通道）

	B
	成立过法人企业
	非法人企业
	税基转移型（有转移通道）处理组

	C
	成立过法人企业
	法人企业
	对照组



本文利用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分别计算各省每年两种类型企业的进入率。具体如下：首先，构建同一企业主不同时间成立的企业记录，并根据当年新增企业和已有企业的类型判断该企业是否属于“税基转移型”企业。其次，汇总每年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数量。企业进入率等于某类型的企业当年新增数量与同一组织形式的企业存量之比，其中企业存量等于企业累计进入数量与累计退出数量之差。考虑到直辖市通常有更高的政策自主权，样本中未包括直辖市数据。
图5展示了2015-2021年间Shifter和Nonshifter进入率的变化情况。在2018年以前，Shifter进入率约为7%，Nonshifter进入率约为15%，前者始终低于后者，且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而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经营所得税率下降后，Shifter进入率出现转折，开始呈现上升趋势，Nonshifter进入率继续下降，二者差距逐渐缩小，2021年进入率均接近10%。与税收政策变化一致，2020年税基转移型企业发生了跳跃式增长，其原因是海南省2020年出台了“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个人所得税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使大量非法人企业进入市场。附录图A1提供了剔除海南省样本后企业进入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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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税基转移型”与“非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

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

		










[bookmark: MTToggleStart][bookmark: MTToggleEnd]其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省类型企业在年的企业进入率。是识别税基转移的分组变量，“税基转移型”企业取1，“非税基转移型”企业取0。个人所得税改革发生的虚拟变量，2018年之前赋值0，2018年及以后赋值1。借鉴贾俊雪（2014）的研究构建随时间变化的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控制公路密度与金融发展指数以捕捉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控制人口密度和就业人口占比以捕捉市场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控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以捕捉产业结构的影响。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计算方式如表3所示。、、分别表示省份、企业类型、年份固定效应，为误差项，标准误聚类在“省×企业类型”层面。
表3	控制变量的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
	含义或计算方法

	公路密度
	

	公路里程/行政区域面积

	金融发展指数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人口密度
	

	log（常住人口/行政区域面积）

	就业人口占比
	

	城镇就业人口数/常住人口数

	第二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二）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15-2021年内，新注册法人和非法人企业共约2079.67万家，Shifter和Nonshifter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37.21%，其中Shifter比重约13.54%。而在新注册的Shifter中，个人独资企业有89.98万家，合伙企业有14.84万家。从表中可知，Shifter进入率为6.29%，Nonshifter进入率为13.33%，后者高于前者。2015年，Shifter企业约有10.71万家。2021年，这一数量达到约28.27万家。
表4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进入率（Shifter=1）
	189
	0.0629
	0.0421
	0.0121
	0.2488

	企业进入率（Shifter=0）
	189
	0.1333
	0.0417
	0.0562
	0.2488

	企业类型（Shifter）
	378
	0.5000
	0.5007
	0.0000
	1.0000

	金融发展指数
	378
	3.4327
	0.8387
	2.1320
	6.3234

	公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378
	0.9090
	0.5230
	0.0667
	2.2048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378
	5.0961
	1.3925
	1.0170
	6.7426

	就业人口占比
	378
	0.1146
	0.0259
	0.0741
	0.1810

	第二产业占比
	378
	0.3949
	0.0597
	0.1926
	0.4986

	第三产业占比
	378
	0.5019
	0.0366
	0.4077
	0.6033


注：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表5给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质量特征描述。从新进入企业登记的参保人数来看，处理组在0人的聚集更为明显，超过92%的处理组参保人数为0，对照组仅有81%左右的企业参保人数为0。从存活时间来看，处理组平均存活时间更短，约14.69%的处理组存活时间不到两年，而对照组这类企业的比例相对较低，仅占7.86%。从新注册资本来看，处理组注册资本更低。超过60%的处理组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而对照组中超过70%的企业注册资本超过了50万元，总体上对照组规模大于处理组。
[bookmark: _Hlk166413679]表5                           新进入企业质量特征对比
	
	处理组（Shifter=1）
	对照组（Shifter=0）

	参保人数（人）
	
	

	0
	92.18%
	81.31%

	1-10
	7.44%
	16.61%

	>10
	0.38%
	2.09%

	存活时间（年）
	
	

	<=1
	9.07%
	3.66%

	<=2
	5.62%
	4.20%

	>2
	85.32%
	92.15%

	注册资本（万元）
	
	

	<=10
	44.70%
	11.08%

	<=50
	20.89%
	17.50%

	>50
	34.41%
	71.42%



五、实证结果
跨组织形式税基转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受到避税激励新成立非法人企业，本文将此现象视为税基转移的广延边际；另一方面企业主在已经建成的企业关系网中，将法人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转移到非法人企业，由于后者发生于在位企业之间，本文将此现象视为税基转移的集约边际。实证部分重点分析了跨组织形式避税的新建企业行为，并进一步提供了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转移的集约边际证据，作为对税基转移广延边际的补充。
（一）广延边际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6第（1）列显示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改革使“税基转移型”企业（Shifter）的市场进入率显著增加，增长幅度约为5.57个百分点。根据改革前样本总数计算，这一增长幅度这意味着改革后平均每年有65513家[footnoteRef:16]“税基转移型”非法人企业成立。 [16:  利用改革前年平均“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数量乘增长率计算得出，表示“税基转移型”企业每年的增量而非存量。] 

尽管理论上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都可以作为税基转移的目标企业，但二者注册成本和运营方式的差异使得我们能从转移成本的角度作出进一步分析。相比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成立和运营的成本更高：成立合伙企业必须有两个以上合伙人，制定并遵循书面合伙协议；而个人独资企业则在注册和经营上拥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更可能成为税基转移的首选方案。表6第（2）、（3）列分别显示了以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作为“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回归系数。与预期相一致，个人独资企业的进入率提高约5.8个百分点，增长幅度高于基准回归结果，而合伙企业进入率提高约4.82个百分点，两者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虽然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都是税基转移的目标，但由于独资企业转移成本更为低廉，企业主更多通过设立个人独资企业来实现转移税基。
表6	税基转移的检验
	
	(1)
	(2)
	(3)

	
	非法人企业
（全样本）
	独资企业
（转移成本低）
	合伙企业
（转移成本高）

	Shifter×Post
	0.0557***
(0.0092)
	0.0580***
(0.0101)
	0.0482***
(0.0089)

	控制变量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观测值
	378
	378
	378

	R2
	0.6850
	0.6570
	0.6416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为了更好观测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基转移型企业影响的动态效应，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改革的影响进行了分解，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第年距离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时间是否为年的哑变量。样本期间为2015-202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2018年，取值范围为-3到3期。本文选取改革的前一年2017年（期）作为基期。
图6给出了改革对税基转移企业的动态影响结果。可以看到在改革前Shifter和NonShifter进入率没有显著差别，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而在改革后Shifter进入率显著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改革效应逐渐显现。当聚焦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时，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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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税基转移企业进入率的动态变化趋势

2. 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中的实证检验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一是识别策略可能将部分正常业务扩张的企业进入纳入税基转移型企业，二是存在其他竞争性假说，其他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或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系统性差异，也可能造成两类企业进入率发生变化，三是被解释变量还可能受到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作出三组稳健性检验。
第一组检验是关于“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分类定义。一是把新注册企业限定在同行业或者同地区。企业生产活动或者利润一般更可能是同地区或者同行业之间的转移，本文分别以新注册企业是否与同一企业主之前经营的法人企业属于同县、同城市同行业、同县同行业作为标准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4个标准下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
表7	不同标准下的税基转移
	
	(1)
	(2)
	(3)
	(4)

	
	同市
	同市同行业
	同县
	同县同行业

	Shifter×Post
	0.0557***
(0.0092)
	0.0202***
(0.0035)
	0.0310***
(0.0044)
	0.0086***
(0.0015)

	控制变量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观测值
	378
	378
	378
	378

	R2
	0.6850
	0.6804
	0.7372
	0.7106


注：标准1-4分别表示新注册企业与企业主以前成立的某法人企业属于同市、同市同行业、同县、同县且同行业。***、**、*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二是限定新企业成立时间范围。前述定义下“税基转移型”企业没有限定法人企业的存续，样本包括了企业主注销法人企业之后再成立的非法人企业，若新设立的非法人企业存在税基转移动机，则其成立新企业与注销旧企业时间应当较为接近。对于成立时间与法人企业注销时间间隔较为久远的非法人企业，其设立往往是出于真实的生产经营考虑而非税基转移动机。因此，本文对新注册企业成立时间与企业主已有法人企业注销时间进行了限制，即新企业注册成立时，法人企业仍然存续，或法人企业注销不足半年或一年。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限定新企业成立时间范围后，仍然发现了税基转移现象。


表8	限定注销企业与成立企业间隔时间
	
	(1)
	(2)
	(3)

	
	法人企业存续期间成立新企业
	法人企业存续或退出不满半年内成立新企业
	法人企业存续或退出不满一年内成立新企业

	Shifter×Post
	0.0504***
(0.0081)
	0.0507***
(0.0082)
	0.0510***
(0.0084)

	控制变量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观测值
	378
	378
	378

	R2
	0.6864
	0.6866
	0.6861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第二组检验考察其他同期政策可能的干扰和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系统性差异。首先，考虑普惠金融的影响。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发展迅猛，重点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这使得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有了更多发展机会。为了排除普惠金融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回归结果中控制了各省每年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指标采用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回归结果如表9第（1）列所示，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其次，考虑数字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小微商家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低门槛、低成本、快部署”的特点使中小企业、个体户等更为活跃。特别是平台经济促进了市场的细分化与个体化，催生了更多新形式的创业（莫怡青和李立行，2022）。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界定数字经济的范围提供了参考标准，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其中前四种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本文根据这一分类，将包含前四类产业的行业剔除进行回归，表9第（2）列显示了回归结果，在剔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后，“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依然增加。
第三，考虑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2020年起，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两地均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footnoteRef:17]，经营所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使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面临更大的税率差异，税基转移激励更强，这意味着非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企业转移激励稍弱。表9列（3）、（4）分别显示了剔除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仍然显著为正，且均弱于基准回归，与预期结果一致。 [17:  为支持海南自贸港发展，2020年6月出台了“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2020年1月1日起，对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而且不分境内境外人才；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9年1月1日起，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对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超过15%，予以免征，适用范围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和肇庆市九市。] 

[bookmark: _Hlk150553425]第四，考虑新冠疫情对企业进入的影响。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使企业线下注册登记较为困难，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出台了鼓励“实行全程网办”的工作文件[footnoteRef:18]，各地区企业登记注册业务实现了全程网上办理，从而缩小了疫情导致的不同形式企业注册登记的制度成本差异，这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为此我们剔除了2020年及之后的样本，只估计了疫情前的政策效果，结果如表9列（5）所示，排除疫情影响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18:  2020年2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市监注〔2020〕8号），鼓励市场登记全程网办，详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268.htm。] 

第五，法人与非法人在投资合伙企业时所履行的纳税义务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新建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合伙企业遵循“先分后税”的原则缴纳所得税[footnoteRef:19]，即对于合伙人是法人企业的合伙企业，利润分配后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非个人所得税，此时法人企业税负与合伙企业税负一致，不会产生税基转移动机。针对合伙人纳税义务差异的影响，我们识别了合伙企业中合伙人的身份，剔除了合伙人中包含“公司”字眼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9第6列所示。结果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相似。 [19:  合伙企业经营所得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缴纳所得税，根据财税[2008]15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表9	  排除其他竞争性假说
	
	(1)
	(2)
	(3)
	(4)
	（5）
	（6）

	
	控制普惠金融指数
	剔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剔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剔除海南省
	剔除疫情年份
	剔除合伙人为公司的合伙企业

	Shifter×Post
	0.0557***
(0.0092)
	0.0406***
(0.0084)
	0.0491***
(0.0084)
	0.0539***
(0.0086)
	0.0312***
(0.0072)
	0.0751***
(0.0238)

	控制变量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观测值
	378
	378
	378
	364
	270
	378

	R2
	0.6841
	0.7077
	0.7130
	0.7234
	0.8127
	0.1048


注： ***、**、*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列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最后，考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针对某些行业或地区出台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使部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名义税率差异缩小，从而减弱了企业税基转移的激励。例如：（1）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根据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footnoteRef:20]；（2）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3）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对于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footnoteRef:21]。为了缓解这一担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排他性检验：一是从天眼查网站收集所有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在实证分析中将其剔除，得到的结果如表10列1所示；二是剔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结果如表10列2所示；三是剔除了西部地区样本，得到的结果如表10列3列所示。相比于基准结果，剔除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覆盖样本后，结论没有发生改变。且税基转移系数比基准结果略高，表明没有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样本税基转移程度更高，与预期结果一致。 [20:  2021年北京市等开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工作，备案制压缩了审核时间，大大方便了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红利，可能导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发生变化，影响税基转移的估计结果。]  [21:  鼓励类产业企业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企业。这一目录于2020年11月通过修订，并自2021年3月起按新修订目录实施，可能造成西部地区税收优惠企业数量趋势发生变化。] 

表10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排他性检验
	
	(1)
	(2)
	(3)

	
	剔除高新技术企业
	剔除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剔除西部地区

	Shifter×Post
	0.0558***
(0.0092)
	0.0630***
(0.0103)
	0.0642***
(0.0096)

	控制变量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观测值
	378
	308
	224

	R2
	0.6900
	0.6704
	0.6858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第三组检验即随机构造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本文借鉴Li（2016）的研究，假定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进入的冲击是随机的，即从样本中随机抽取某省-类型企业作为处理组，剩余样本作为对照组，代入基准回归进行检验。重复上述随机过程500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应不再显著。图7为随机处理500次后交互项系数的分布，结果集中分布在0附近，且远小于估计真实值0.0557，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并不是偶然的随机性结果。
[image: ]
图7  安慰剂检验-虚构处理组
注：图7显示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横轴表示回归系数，左边纵轴表示P值，右边纵轴表示核密度，圆点表示每次随机抽样的回归结果。

以上检验结果和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表明税收成本驱动了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证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3. 异质性分析
前文证实了税制失衡下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那么哪些行业或者企业更有可能驱动企业进行税基转移？基于A-S理论模型，纳税人行为取决于税率与惩罚程度，也就是说企业在转移收益和转移成本之间进行权衡，高转移收益、低转移成本是驱使企业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通过一些异质性分析的检验，可以对此做出进一步推断，以强化文章的论证逻辑。
税基转移现象更可能发生在产品或服务灵活性强、利润率高的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将行业分为19个门类进行分组回归，图8A显示了按行业分组回归的系数结果，不同行业的税基转移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有三类行业呈现出明显的税基转移现象。一是商贸服务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类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标准性，产品价值难以比较，开票规范程度低，为利润转移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利润水平较高的行业，如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这些行业工作者普遍收入较高，税基转移的收益较大，经营者具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利润转移；三是外包性较强的行业，如建筑业、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行业，这些行业内存在大量外包企业，外包、转包服务使产业链延长，降低了转移成本，为利润转移提供了条件。
相比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通过组织形式转移税基所产生的收益占比较低，且转移成本相对较大，进行税基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参考谢绚丽等（2018）、莫怡青和李立行（2022）的研究，以注册资本反映企业规模大小将企业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四类[footnoteRef:22]。分企业规模回归结果如图8B所示，结果表明中、小、微型企业存在显著的税基转移现象，其中，微型企业中“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增长了约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中增长了7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中增长了5个百分点，而大型企业则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税基转移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改变组织形式对其所节省的税收占比较低，对税率变动更加不敏感。 [22:  注册资本0-50万为微型企业，50-100万为小型企业，100-500万为中型企业，500万以上为大型企业。] 

[image: ]
图8  税基转移的异质性
注：图8显示了不同维度的分组回归结果。圆点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5%。

（二）集约边际
[bookmark: _Hlk154185723]前文主要是从企业进入的视角对个税改革导致大量“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的基本事实作出刻画，这一部分则从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之间的利润和所得的转移作出集约边际的讨论。一个较为直接的证据是，企业主将法人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转移给了自己的非法人企业。目前极少有研究捕捉了企业不同组织形式间税基转移的直接证据，如Waseem（2018）发现了当合伙企业适用的税率增长后，其所有者拥有的独资企业应税收入随之增加[footnoteRef:23]，但并未进一步提供所得税变化的微观证据。借鉴Bilicka（2019）和Langenmayr & Liu（2023）识别跨国企业税基转移的方法[footnoteRef:24]，本文匹配2016-2019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与工商注册数据，将法人企业经营状况与非法人企业注册情况相结合，观察存在税基转移动机的法人企业的所得税和利润变化，作为对广延边际效果的一个补充。 [23:  巴基斯坦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都按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适用税率不同。]  [24:  Bilicka（2019）发现在英国经营的外国子公司零利润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国内企业，间接说明存在国际间的税基转移。Langenmayr & Liu（2023）通过检验英国实施属地原则后跨国集团国内子公司报告利润显著下降证实了税基转移。二者均通过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地区的报告利润减少来推断企业间存在税基转移，本文借鉴这一做法，通过比较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和没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利润差异推断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 

对于同时拥有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的企业主，税基转移则会导致法人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减少。基于此逻辑，本文比较的是有转移通道（企业主成立了非法人企业，Switcher）和没有转移通道（企业主没有成立非法人企业，NonSwitcher）的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的变化。如果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相对于没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减少，则可说明税基转移在集约边际上同样存在。
构建以下双重差分模型：

		









、表示企业和观测时期，被解释变量包括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进行了取对数和上下1%的缩尾处理。表示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该企业成立后是否成立了其他非法人企业，如果是取值为1，不是则取值为0，表示是否为2018年及以后，如果是取值为1，如果不是取值为0。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为误差项。
表11汇报了估计结果。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考虑了组别可能存在的不同时间趋势。第（1）、（2）列显示了以利润总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4）列显示了以应交所得税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具有税基转移动机的法人企业，在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后，利润总额减少8.26%，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避税动机下的税基转移现象，即在税基转出的企业中发现了利润和所得税减少的证据，表明个人所得税减税促使企业所得税向个人所得税转化，造成了企业所得税的流失。
表11                集约边际：利润和所得税证据
	
	(1)
	(2)
	(3)
	(4)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

	Switcher×Post
	-0.0494***
(0.0177)
	-0.0826***
(0.0256)
	-0.1546***
(0.0387)
	-0.1697***
(0.0518)

	企业固定效应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组别时间趋势
	×
	√
	×
	√

	观测值
	139133
	139133
	105837
	105837

	R2
	0.8671
	0.8671
	0.7387
	0.7387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

图9展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一个可能的担忧是个税下降后大量非法人企业的进入形成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了企业利润的下降，但从图9来看到无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平均利润水平没有发生显著降低，排除了市场竞争假说。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市场集中度变量以缓解市场竞争的干扰，具体结果见附录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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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有转移通道和无转移通道法人企业利润变动趋势

此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法人企业亏损结转同样可能影响税基转移的估计。小微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其实际税率低于名义税率，可能会削弱了法人企业税基转移的动机，本文分别将样本限定在非小型微利企业和小微企业中，得到利润和所得税结果如表12第1至4列所示，当样本限定在非小微企业时，税基转移程度高于全样本平均水平，而小微企业税基转移程度则低于全样本平均水平[footnoteRef:25]，印证了上述分析。 [25:  第（5）列利润总额为负，没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有些小微企业存在核定征收的缘故，这类企业账簿不健全，填报利润等财务指标时比较随意，相较于查账征收的企业，报告利润可能不太精确。] 

法人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允许亏损结转，意味着在亏损期间及短期内法人企业面临的税负较低，通过避税手段获取资金的驱动力较弱，利用建立非法人企业转移税基的动机并不强烈。另外，如果法人企业利润为零，税基转移动机也会很弱。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对税基转移估计的影响，我们将税收调查数据中负利润总额或零利润总额的法人企业从样本中删除，只保留法人企业为利润为正的法人企业，对税基转移的集约边际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12第5、6列所示。剔除利润为负和为零的法人企业后，集约边际的税基转移程度更高，表明在没有亏损的情况下，税基转移的程度可能比预期更高。


表12              稳健性检验：考虑小微企业与亏损结转
	
	(1)
	(2)
	(3)
	(4)
	(5)
	(6)

	
	非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
	利润为正的企业

	
	[bookmark: _Hlk165876489]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Switcher×Post
	-0.1074***
(0.0336)
	-0.2126**
(0.0924)
	-0.0320
（0.0389）
	-0.1500***
（0.0474）
	-0.0589**
(0.0264)
	-0.2645***
(0.0714)

	个体
	√
	√
	√
	√
	√
	√

	年份
	√
	√
	√
	√
	√
	√

	组别趋势
	√
	√
	√
	√
	√
	√

	观测值
	72707
	49377
	66426
	56460
	104045
	60249

	R2
	0.8127
	0.6470
	0.7177
	0.6440
	0.8807
	0.7069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

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的减少意味着所得税税基由高税率向低税率流动，造成税收收入额外损失，增加税收改革的成本。根据上述结果可粗略估计税基转移造成的企业所得税流失规模，具体而言，2018-2019年每年转移收入的法人企业Switcher数量为378万家，每家企业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约为2.61万元，使得每年企业所得税总收入减少了约987.86亿元[footnoteRef:26]，约占2018-2019年企业所得税年均实际收入的2.72%[footnoteRef:27]。可见，如何减少负外部效应，提高税收政策有效性，是我国未来税收改革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26:  税基转移意味着企业所得税税基流向个人所得税，此处仅计算了企业所得税流失部分，并非税收的净损失。]  [27: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2019年企业所得税年均实际收入总额为36313.47亿元。] 

[bookmark: _Hlk148201553]六、结论与启示
税制失衡带来的差异化税收成本会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税收成本较低的企业组织形式成为企业主避税的“通道”，由此引发的税基转移行为将会提高税收改革的成本。一方面，这种隐蔽的税基转移方式有违减税政策的初衷，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收入的流失，还可能造成部分企业挤占减税政策红利，不利于真正需要纾困解难的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另一方面，非法人企业会受到国家信贷规模或者信贷条件的限制，且相对于法人企业，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发展潜力相对受限。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激励企业成立正规的法人企业被视为提高社会总生产力的重要一步。因此，了解企业进入以及税基转移对税收成本差异的行为反应，对于准确评估减税改革成效、促进不同税种间的制度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使用工商注册数据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利用我国法人与非法人企业税制差异和2018年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下降的政策冲击，考察税率变化对具有避税动机的非法人企业进入的影响，并提供了税基转移在利润和所得税方面的证据。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个人所得税减税使以税基转移为目的成立的非法人企业市场进入率提升5.57个百分点，个人独资企业是税基转移的主要目标企业类型；第二，在商贸服务业、高薪行业及外包性强的行业，以及中小微企业中，税基转移现象更加普遍，低转移成本和高转移收益是企业避税的主要驱动因素；第三，个人所得税减税使具备避税条件的法人企业利润减少8.26%，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由此造成每年企业所得税的总流失约为987.86亿元。
当前，减税政策是世界各国促进创业、激励创新的重要方式，结构性减税已成为贯穿中国近些年来减税乃至税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实质性改变税负分布，“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时，需要防范税制失衡带来的税基转移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优化税收制度设计、减少政策红利的“漏出”有如下启示：首先，税制设计应充分考虑横向公平，注重税收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不仅应考虑区域协调、部门协调，还应当考虑不同税种的税率、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等税收要素的协调，尽量避免企业在不同税种之间发生“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十四五”乃至今后的一段时间，“低税率、宽税基”原则下的减税降费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定税收激励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此”税种对“彼”税种税基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减少税收改革的无谓损失，提升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成效。挪威中性所得税税收制度的设计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税制设计既没有对投资和融资决策造成扭曲，又没有产生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间税基转移的激励（Sørensen，2005）[footnoteRef:28]。我国可以借鉴挪威的做法，对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采取相似的税收规则，通过延迟纳税时间使非法人企业与法人企业的税收负担保持平衡。 [28:  将非法人企业资产的估算收益视为资本收入征企业所得税，剩余收入在分配给所有者使作为劳动收入征个人所得税。] 

其次，提高税基在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间转移的成本。在企业税收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受到非税成本的影响（盖地和李彩霞，2012）。一方面，可以对已设立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新成立非法人企业的行为，采取一定限制性措施，如规范非法人企业的注册流程、加强注册审查和管理、限制同一法人成立非法人企业数量[footnoteRef:29]。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法人企业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引导并激励社会注册正规化的法人企业。 [29:  比如美国对企业组织形式转化次数加以适当限制，规定C型和S型公司的转化频率不得超过5年一次。] 

最后，在加强企业税收征管方面，充分考虑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对同时经营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加强税收监控和稽查，重点关注同一区域内同行业间的企业交易，重点稽查服务性强、利润率高和外包程度高的行业，如商贸服务业、科学技术行业、医疗卫生行业。在实现“严征管”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减税政策的目标、提高税收改革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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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logit模型估计企业主成立非法人企业概率
本文使用logit模型估计了个税改革前经营法人企业对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影响，并估算了经营法人企业对成立非法人企业的边际效应，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是一个二元变量，表示企业主在个人所得税减税后是否成立了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如果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一个二元虚拟变量，表示企业主在改革前是否经营过法人企业，如果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为误差项。为减轻创业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样本剔除了改革前未成立企业的企业主。

表A1的Panel A汇报了式（A1）回归系数的结果。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再次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显著增加。Panel B汇报了变量的边际效应，列（1）、（2）、（3）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改革后企业主是否成立了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回归结果。例如改革前没有成立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为4.124%，而改革前成立了法人的企业主，改革后成立非法人的概率为4.54%。
表A1	logit模型估计结果和边际效应
	
	(1)
	(2)
	(3)

	
	非法人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Panel A 回归系数
	
	
	

	Treat
	0.1005***
(0.0036)
	0.1051***
(0.0039)
	0.3726***
(0.0092)

	Panel B 边际效应
	
	
	

	P(Y=1|Treat=0)
	4.1236
	3.5962
	0.5778

	P(Y=1|Treat=1)
	4.5401
	3.9788
	0.8365

	N
	10087923
	10087923
	10087923


注：括号里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二）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表
表A2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表
	年应纳税所得额
	2018年改革前
	2018年改革后

	0-15000元
	5%
	5%

	15000-30000元
	10%
	5%

	30000-60000元
	20%
	10%

	60000-90000元
	30%
	10%

	90000-100000元
	30%
	20%

	100000-300000元
	35%
	20%

	300000-500000元
	35%
	30%

	500000元以上
	35%
	35%


注：根据2018年改革前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整理所得。

（三）剔除海南省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入率变化趋势
[image: ]
图A1 “税基转移型”与“非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
注：剔除了海南省样本。

（四）创业效应vs.税基转移效应
推行减税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政策抉择，其政策初衷是让企业“轻装上阵”，激励创业创新。上节已经证实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改革会产生税基转移效应，导致国家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流失，那么这种因税基转移而进入的企业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抵消了减税红利？现有文献表明减税对企业进入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税基转移激励和创业激励（Slemrod，1995；Tazhitdinova，2020；赵颖，2022）。有关减税创业激励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减税政策减少了创业的机会成本，提高创业预期回报，从而提升企业主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创业动机（Evans & Leighton，1989），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所营造的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参与创新创业，形成更加活跃的创业生态圈（Lim et al.，2016）。因此，减税对企业进入的政策效果评判取决于创业效应与税基转移效应两者的大小。本节利用工商注册数据估计创业效应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比较创业效应和税基转移效应的大小，以此说明减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政策目标产生了多大的偏差。


同样地，创业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下降降低了非法人企业经营的税收成本，可能激发商业活动，促进非法人企业进入市场。从未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如果注册成立了非法人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的设立更可能是生产经营所得适用税率相对较低所致，故将此类新成立的非法人企业定义为“创业激励型”企业，记为。从未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如果注册成立了法人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的设立就与生产经营所得税率适用税率相对较低无关，故将此类新成立的法人企业定义为“非创业激励型”企业，记为。作为前者的对照组模拟反事实企业进入趋势。构建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取1表示“创业激励型”企业，取0表示“非创业激励型”企业，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回归系数是个税下降对创业的激励效应。如表A3所示第（1）列结果所示，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产生的创业效应使非法人企业的进入率提高11.78个百分点，约为税基转移效应的2倍（相对于表6的第1列结果）。总体上来看，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产生的创业激励效应大于税基转移效应，这意味着减税政策仍存在有效性。
表A3	不同标准下的创业效应
	
	(1)
	(2)
	(3)
	(4)

	
	同市
	同市同行业
	同县
	同县同行业

	Start×Post
	0.1178***
（0.0258）
	0.1522***
(0.0314)
	0.1423***
(0.0304)
	0.1630***
(0.0330)

	控制变量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观测值
	378
	378
	378
	378

	R2
	0.6208
	0.6392
	0.6182
	0.6404


注：第1-4列分别表示企业主经营过同市、同市同行业、同县、同县同行业其他法人企业。括号里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2018年个税经营所得改革以减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非法人企业创业的进入率，对应了我国“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改革思路。整体来看，虽然两种所得税税率失衡驱动了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税基转移，但减税带来了创业激励效应大于税基转移效应。

（五）集约边际：控制市场集中度
表A4           集约边际：控制市场集中程度的税基转移
	
	(1)
	(2)
	(3)
	(4)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
	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

	Switcher×Post
	-0.0441**
(0.0175)
	-0.0696***
(0.0252)
	-0.1499***
(0.0384)
	-0.1580***
(0.0516)

	市场集中度
	√
	√
	√
	√

	企业固定效应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组别时间趋势
	×
	√
	×
	√

	观测值
	139133
	139133
	105837
	105837

	R2
	0.8700
	0.8700
	0.7406
	0.7406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企业类型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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